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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ber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numerosity (or non-symbolic number) and the 
symbolic number. Numerosity is a kind of priori knowledge formed in evolution. Human further created the 
symbolic number based on numerosity to accurately describe relationships among numbers. The lateralization 
representations of both numerosity and symbolic number were demonstrated by considerable studies. The rep-
resentation of numerosity was associated with object processing of visuospatial system of right hemisphere, 
while the left priority of symbolic number might be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brain maturity. 
A cultural recycling hypothesis, which focused on the modulation of culture to human brain, may shed ligh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teralization effect of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further implied the survival signifi-
cance of numeric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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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量可以分为物理量(非符号量)和符号量。物理量是一种在进化中形成的先验知识，人类在

此基础上又创造出符号量来精确地表征数量关系。研究表明物理量与符号量的表征存在偏侧化现象：

物理量的表征依赖于视空间系统对客体的加工，更多地表现出右半球优势；符号量表征则具有左半球

优势，这可能是文化和大脑成熟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复用理论强调文化对脑功能的塑造，可以用来

解释数量表征偏侧化的演变，也暗示了数量认知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数量表征；偏侧化；语言；视空间系统；文化复用理论 

1. 引言 

1860 年，Broca 发现人类大脑的语言加工区是左

右不对称的，从而开创了脑功能偏侧化研究的先河。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大多数高等动物都存在大脑功能

的偏侧化现象，并开始关注偏侧化现象的进化和发展

机制(Vallortigara & Rogers, 2005)。大脑两半球的分工

有利于生物的进化：一方面，大脑偏侧化有利于神经

效能的提高。大脑两半球分工的不同可以避免功能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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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大脑偏侧化能有

效降低有机体身体两侧反应的竞争。当两侧视野同时

出现食物时，具有偏侧化大脑的生物能很好的决策进

攻方向，从而增加成功捕食的可能 (MacNeilage, 

Rogers, & Vallortigara, 2009)。 

数学能力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Spelke 和

Kinzler(2007)将数学能力看作是人类天生就有的四个

核心知识系统之一。大量研究发现，有机体进行数量

加工时存在偏侧化现象。但对于数量表征偏侧化效应

的内在机制还不清楚。研究数量表征的偏侧化现象有

助于我们将神经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等

学科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数量的加工机

制。有利于发现数量相关的损伤如发展性计算障碍的

发生原理，进而针对性地培养儿童的数能力等。 

数量信息的输入形式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物理

量 (numerosity，非符号量 non-symbolic number)和符

号量(symbolic number)。物理量指承载数量信息的单

元是一组客体，如视觉呈现的“…”“***”“|||”，听

觉呈现的“咚咚咚”“滴滴滴”“嗒嗒嗒”表达了等量

的数量信息；符号量主要是指数量信息以某种符号代

指，如不同语言形式的“三”“three”“Ⅲ”“3”也表

示相同的数量。这两种数量形式在进化中出现的顺序

不同，后者涉及到具有文化色彩的符号系统。本文首

先总结了物理量和符号量两种数量输入形式的数量

加工的偏侧化特点，然后从个体发展和进化的角度来

探讨数量表征与语言符号和视空间加工系统的关系。

最后，作者指出了目前有关数量表征偏侧化研究中存

在的不足以及对今后研究的启示。 

2. 数量加工的偏侧化现象 

2.1. 物理量加工的偏侧化现象 

个体加工物理量时会采用三种策略，即感数

(subitizing) 、 估 计 (estimating) 和 计 数 (counting) 

(Dehaene, 1992)。感数是个体对 4 以内的物理量快速

而准确的加工能力，计数和估计则是个体对于 4 以上

数量的加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三种加工策略在

大脑两半球上的分工是不同的。感数和估计表现出明

显的右半球优势，而计数过程具有左侧化的特点。 

行为研究中，Pasini 和 Tessari(2001)采用半视野

速示技术研究数量比较任务，该任务首先呈现点矩阵

(dot array)，然后呈现阿拉伯数字，被试需要判断点矩

阵和阿拉伯数字是否相等。Pasini 和 Tessari 发现，在

感数范围内，左侧视野呈现的点矩阵相比右侧视野呈

现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更快，正确率更高；而计数范

围内被试行为表现则相反。类似地， Jackson 和

Coney(2004)也采用半视野呈现的方式研究了列举

(enumeration)任务，再次证实了感数的右半球加工优

势现象。两个研究都从右脑对于视觉刺激具有整体加

工优势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感数看作是具有右脑

优势的整体加工。早期，Butterworth 根据其神经心理

学的研究提出左半球存在“数量模块”的观点，将感

数也纳入此模块中(Butterworth, 1999)。但是随着研究

技术和研究内容的逐步深入，他也转变了对于感数加

工机制的看法。最近，Butterworth 等人采用功能性核

磁共振技术研究发现右侧颞顶联合区 (right tem-

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只在感数范围内选择性的

激活(Vetter, Butterworth, & Bahrami, 2010)。 

病理方面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Arp 及同事开

展了一些脑瘫儿童(cerebral palsied children)的研究，

发现右半球完好的脑瘫儿童感数能力要比右半球损

伤以及两半球都有损伤的儿童好，也就是说感数具有

右脑加工优势(Arp, Taranne, & Fagard, 2006)，这可能

和视空间工作记忆有关(Arp & Fagard, 2005)。Demeyere

等人对 41 名感数或计数能力受损伤的病人进行磁共

振扫描，结果发现右侧距状裂(right calcarine)到楔前叶

(precuneus)损伤的病人只会挨个计数，而左侧顶内沟

(left intraparietal sulcus) 的损伤与计数能力有关

(Demeyere, Rotshtein, & Humphreys, 2012)。 

近似的估计和精确的计数则是个体评估感数范

围外物理量时采用的加工策略。现有研究表明，个体

在使用这两种策略时行为反应的差异可以归因于二

者加工过程中注意机制的不同 (Chong & Evans, 

2011)。估计主要是针对大数的快速反应，对于注意资

源的需求较少(Burr, Turi, & Anobile, 2010)；而计数则

在数量估计的基础上增加了语言相关的成分，对于注

意资源的需求自然较多。如，Piazza 等人(Piazza, Me- 

chelli, Price, & Butterworth, 2006)研究物理量近似的

估计和精确的计数加工的神经机制。其中估计任务要

求被试比较两类项目数目的大小，而计数任务则要求

被试报告两类项目的准确数目。结果发现，近似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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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任务和右侧额顶皮层网络(right lateralized fronto- 

parietal cortical network)激活有关，即个体进行近似的

估计有右半球优势；精确的计数则还激活了前额叶左

侧、顶叶和以及前动区的两侧(bilateral premotor)，精

确计数所表现出的左侧化可能与言语加工的参与有

关。 

总之，对物理量加工的三种策略在大脑两半球上

分工不同。感数和估计在右半球加工有优势，而计数

加工则有左侧化的特点。 

2.2. 符号量加工的偏侧化现象 

个体加工以符号量形式输入的数量信息种类很

多。有简单的数量比较和数量排序任务，这些任务不

需要计算。有各种复杂的运算，如简单的数量命名、

加法和乘法、减法和除法以及更加复杂的运算等等。

大量研究发现，大脑两半球对于符号量也有着不同的

分工。 

数量比较任务是基本数量加工中研究较多的一

种方法。比较典型的数量比较任务是将实验材料中刺

激的数量与某个固定的数值进行比较，这种数量比较

任务早期行为研究的偏侧化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

者发现了右半球的优势(Chochon, Cohen, Moortele, & 

Dehaene, 1999; Le Clec’H et al., 2000)，还有研究者发

现两侧等效(Lavidor, Brinksman, & Göbel, 2004)。近

来，Holloway 等人对比符号量和物理量的数量比较

过程，该研究中的比较任务要求被试比较屏幕两侧数

量(阿拉伯数字或者方块矩阵的数目)的大小。结果发

现符号量相对于物理量特有的加工脑区是左侧角回

(left angular)和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物理量则在

右半球的顶上回后部(right posterior superior parietal 

lobe)表现出特异性，即符号量的加工相对于物理量的

大小比较具有和语言相关的左半球的优势，而物理量

的加工则倾向于右半球(Holloway, Price, & Ansari, 

2010)。类似地，Chassy 和 Grodd 也发现了物理量主

要在右半球上加工，而符号量则主要激活左半球

(Chassy & Grodd, 2011)。 

复杂的符号量运算由于需要参与认知成分的不同

而表现出不同的偏侧化现象。数量命名需要将视觉的

数字向左半球语言系统进行转换，于是对量化系统的

需求较少而以左半球加工为主(Chochon et al., 1999)。

加法和乘法则涉及到算术知识(如，1 + 1 = 2，2 × 5 = 10

等)在言语记忆中的提取。知识的提取需要左侧角回

(left angular gyrus)等脑区的参与 (Grabner, Ansari, 

Koschutnig, Reishofer, Ebner, & Neuper, 2009)。减法和

除法都不是像加法、乘法那样主要靠死记硬背学习的，

所以有着更加复杂的加工过程，如一些程序性策略的

使用。算术知识的提取可反映在左半球 theta 波段的事

件相关的同步化(event-related synchronisation, ERS)，

而程序性策略的应用则伴随着顶枕区两侧 alpha 波的

事件相关的去同步化(event-related desynchronisation, 

ERD)(De Smedt, Grabner, & Studer, 2009)。尽管不同研

究中采用的心算任务有所不同，但是由于知识提取或

者程序性策略的应用使得符号量的加工呈现出不同程

度的偏侧化特点。如，Audoin 等人发现加法运算激活

了与视空间工作记忆、语义记忆有关的脑区，并表现

出左半球加工优势：左侧前额叶(the lateral premotor 

cortex)、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扣带

回(cingulate gyrus)、左侧顶叶、左侧颞上回(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左侧颞极(left temporal pole)等(Audoin, 

et al., 2005)。Simon 等人的研究发现减法任务激活了左

半球的顶内沟中部(IPS mesial)至角回(angular gyrus)，

而这些脑区被认为与语音探测有关(Simon, Mangin, 

Cohen, Bihan, & Dehaene, 2002)。 

总之，个体对于符号形式输入的数量信息加工存

在不同程度的左半球优势。Sandrini 等人总结了许多

量值表征的 TMS(经颅磁刺激)研究发现，左侧顶内沟

在符号量表征中起重要作用 (Sandrini, & Rusconi, 

2009)。 

3. 数量加工偏侧化的机制 

3.1. 数量加工偏侧化现象的进化机制 

生物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发现，有超过 99%的动物

属于两侧对称动物(bilateria)谱系(Finnerty, Pang, Bur-

ton, Paulson, & Martindale, 2004)。在进化过程中，大

多数脊椎动物出现了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行为表现

和大脑的不对称性具有物种间的一致性(Ghirlanda, 

Frasnelli, & Vallortigara, 2009)。大量研究者观察动物

生活习性发现，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攻击和觅食行为表

现出有趣的左右半球分工：当捕食者出现在左侧视野

(右半球加工)时，脊椎动物会更加敏感而表现出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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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躲避(Siniscalchi, Sasso, Pepe, Vallortigara, & Qua- 

ranta, 2010)或攻击行为 (Hews, Castellano, & Hara, 

2004)。相反，它们往往对出现在右侧视野(左半球加

工)的食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Andrew, Tommasi, & 

Ford, 2000)。MacNeilage 等人假设，脊椎动物左半球

的特异作用为了更好地控制日常生活环境中已经建

立的行为模式，右半球则是探测环境中的意外刺激并

对其做出反应(MacNeilage et al., 2009)。 

那么，数量表征的偏侧化是否具有上述的进化意

义呢？Nieder(2005)指出，数量信息是个体生存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数量信息的评估可以更好的保障动物的

生存和适应性。面对外来者的挑衅有机体是进攻还是

逃避，敌我数量的评估就很重要。研究者计算出雄性

大猩猩决定战斗的条件是己方的数量是对方的 1.5 倍

(Wilson, Britton, & Franks, 2002)。在日常的觅食和喂

养行为中，数量信息的有效评估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扩展生存空间。在鸟类中

寄养现象很普遍，研究发现雌鸟结合对鸟蛋的再认以

及数量的识别来降低错误喂养带来的损失 (Lyon, 

2003)。 

数量表征的分化与左右半球基于进化的分工是

一致的，感数、估计等需要对有限信息做出迅速反应

的数量表征表现出右侧优势，而计数、运算等需要精

细分析的数量表征表现出左侧优势。基于进化的表征

分工可能是由于面对不同生存意义的情境，数量信息

的生存价值不同。有天敌或对手出现的危险情境中，

个体需要对环境中危险因子进行快速地评估，权衡双

方的力量，以便准确的做出进攻还是逃避的判断。快

速的评估过程是个体赢得更大生存机会的前提，这也

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快速的感数和估计具有右半球优

势。相比之下，常规性的事务等(如觅食)则没有那么

严峻的时间紧迫性，个体可以调动多种手段来获得更

多的信息，如语言加工、运动的参与等，也就表现出

来精确的计数左脑优势的现象。总之，物理量右侧化

的加工优势可能与视空间系统的生存意义有关，物理

量表征可能是在视空间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Roitman, Brannon, & Platt, 2007)。 

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看，不具备语言能力的婴儿

加工物理量具有和成人一样的小数(1~3 或 4)精确表

征系统(precise representation system)和大数(≥4)的近

似表征系统 (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 system)(Fei- 

genson, Dehaene, & Spelke, 2004; Libertus, Brannon, & 

Woldorff, 2011；王乃弋，罗跃嘉，李红，2006；王一

峰，王荣燕，李红，2011)。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年内，

对物理量的区分能力表现出不断发展的现象 (Xu, 

2003; Xu & Arriaga, 2007; Xu & Spelke, 2000)。大量儿

童发展性研究发现了视空间加工系统在物理量加工

中的重要作用。威廉氏症候群(Williams syndrome)儿

童和正常儿童的比较研究发现，儿童正常发展的视空

间认知对于计数规则的理解比语言更重要；非言语的

量值表征系统和言语的数能力整合后，才会产生基于

语言的精确数量的表征(Ansari, Donlan, Thomas, Ew-

ing, Peen, & Karmiloff-Smith, 2003)。Arp 等人发现，

脑瘫儿童和正常儿童感数容量都随年龄表现出增长

的趋势，而且这种增加和手眼的协调能力有显著的正

相关(Arp et al., 2006)。另外，神经生理学和脑成像研

究也发现了物理量的表征和视空间加工系统脑机制

上的接近性(Hubbard, Piazza, Pinel, & Dehaene, 2005; 

Roitman et al., 2007)。儿童和成人物理量加工的脑成

像比较研究发现，个体物理量加工能力的发展可能源

自相应脑区的成熟(Ansari & Dhital, 2006; Cantlon, 

Brannon, Carter, & Pelphrey, 2006)。Cantlon 等(2006)

人研究四岁儿童和成人之间物理量加工的相似性，发

现二者只有右侧顶内沟在相同任务中有大量的重叠，

即物理量加工的右半球优势在发展中保有稳定性。对

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平均年龄 10.4 岁)和成人量值判断

任务研究，Ansari 和 Dhital(2006)人也发现物理量的表

征以右侧顶内沟为主。 

总之，物理量的表征存在右半球加工的偏侧化效

应。从物种进化的角度看，视空间加工系统的生存意

义可能是有机体物理量加工右侧化的机制。类似的，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视空间加工能力的提高对物理量

右侧化表征现象有着重要作用。 

3.2. 数量加工偏侧化现象的发展和文化机制 

Ansari 等人采用简单的量值判断任务研究符号量

加工的发展性变化，结果发现符号的距离这一变量激

活脑区由儿童的前额叶向成人的顶叶转移。这反映了

符号量内在表征的逐渐成熟过程以及符号向其量值

自动映射的发展 (Ansari, Garcia, Lucas, Ham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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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tal, 2005)。随后，他们又发现成人顶内沟左侧比儿

童有更强的距离效应，左侧顶内沟的激活随年龄增长

而特异性增强，这可能和左侧顶内沟随着符号经验的

增长而发展有关(Ansari & Dhital, 2006)。Rivera 等人

要求 8~19 岁的儿童青少年判断算术等式正确与否。

他们研究发现，左侧顶叶后部和左侧枕颞联合区(left 

lateral occipital tempotal cortex)的特异性激活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强。左侧加工的精确性随个体年龄提高

是现象可能是个体在符号经验的影响下大脑功能性

发展的结果(Rivera, Reiss, Eckert, & Menon, 2005)。最

近，Pinel 和 Dehaene(Pinel & Dehaene, 2010)发现数量

精细语言表征的发展可能决定了顶叶数字加工系统

的左侧偏侧化。研究发现，虽然语言与计算的左侧偏

侧化优势不相关，但二者的激活区域在被试间有着显

著相关：句子理解激活的颞上回后部(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和计算产生激活的顶内沟，以及额叶

中部(middle frontal gyrus)和顶叶后部的上侧(superior 

posterior parietal)。这种激活上的相关可能说明了语言

符号的获得在符号量加工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符号的学习以及相关教育经验的获得极大

地影响了有机体数量的大脑表征 (Rosenberg-Lee, 

Barth, & Menon, 2011)。算术知识的存储依赖于语义知

识的整合，并且受个体数字经验的调节 (Neary & 

Snowden, 2010; Julien, Thompson, Neary, & Snowden, 

2008)。没有大量接触数字符号的儿童在加工数字符号

时有强烈的前额叶后部活动，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习熟

练程度的增加，活动区域转移到后顶叶和枕颞区域，

并且集中于左半球(Nieder & Dehaene, 2009)。Holloway

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的符号量和非符号量加工在右侧

顶下回进行抽象的共同表征之后，二者在左右两半球

有各自特异的脑区。而且这种右侧顶叶下部数量值独

立于形式的表征是皮层特异化发展的产物(Holloway 

et al., 2010)。 

为了说明文化干预在人类算术和语言能力中的

作用，Dehaene 提出“神经元复用(neuronal recycling)”

假说试图解释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加工能力。该假说

认为这种能力是在清空(pre-empting)大脑中预存的神

经回路基础上的文化复用(cultural recycling)(Dehaene, 

2005; Dehaene & Cohen, 2007)。比较非人类动物和人

类数量加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数量加工的脑机制存

在进化前驱。其中，符号量的加工即是人类在文化干

预下的数量认知过程。儿童学习符号量一般是将符号

系统和物理量的表征相联系，符号量的编码会受物理

量加工的影响(Ansari, 2008)，文化的适应使得符号量

的加工在左半球中有着更明显的优势。总之，文化复

用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符号量表征中偏侧化现象。 

4. 总结和展望 

目前关于大脑偏侧化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以下三

种：第一、左侧大脑加工言语信息而右侧大脑加工视

空间信息；第二、左侧大脑偏重于对物体组成信息的

“分析”，右侧偏重于物体整体信息的加工；第三、右

侧大脑专门处理那些新异情景信息，而左侧大脑则是

对形成的规范化情景加工(曹晓华，闫晋斌，段海丹，

2012)。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数量加工

的偏侧化已经获得了大量研究的支持，不同形式的数

量输入表现了两半球在数量表征上的分工。对于这种

现象的发展性研究和进化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

释其存在的机制。也就是，数量的加工在不同的方面

对于视空间系统和语言系统的依赖性不同。物理量的

表征依赖于视空间系统对客体的加工，符号量表征则

可能是文化和大脑成熟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种

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研究中发现的一些现象。 

首先，对于物理量的感数、计数和估计这三种加工

而言，虽然只有计数涉及明显的言语加工，但是不同加

工机制的感数和估算都具有右半球的优势。右半球视空

间系统的近似表征能否适用于精确地感数过程，像感数

这样精确表征的右侧偏侧化机制还不是很清楚。对于物

理量的估计有人提出是一种初级视觉特征的加工(Burr 

& Ross, 2008)，右侧优势的估计是不是真的像颜色、大

小、方向等物理特征的视觉加工一样具有前注意加工的

特点。TMS 研究的总结发现，右侧顶内沟可能对于物

理量和连续量的早期加工和整合很重要(Sandrini & 

Rusconi, 2009)。如，Cappelletti 等人发现尽管顶内沟左

侧在符号量和物理量加工中都很重要，刺激相应脑区对

侧却发现了行为表现的提高(Cappelletti, Barth, Fregni, 

Spelke, & Pascual-Leone, 2007)；对于闪烁呈现的点序

列，左侧顶内沟的刺激会减缓加工过程，而右侧顶内沟

的刺激不会影响其任务的完成(Dormal, Andres, & Pe-

senti, 2008)。也就是说物理量加工中右侧偏侧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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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连续量的干扰。关于一些非数量参数

的连续量对于物理量加工的影响的研究还很少，如何清

晰的排除这些非数量参数的影响对于物理量加工机制

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其次，虽然研究发现符号量加工过程由于符号系

统的加入更多表现出左半球优势，但是符号量存在的

一种特殊形式–阿拉伯数字却仍有其特殊的性质

(Cohen Kadosh, Cohen Kadosh, Kaas, Henik, & Goebel, 

2007; Kadosh, Muggleton, Silvanto, & Walsh, 2010)。例

如，Kadosh 等人(2010)采用习惯化范式发现阿拉伯数

字和数量词的加工在顶内沟右侧产生分离，在左侧顶

内沟则出现双重分离。阿拉伯数字属于表义符号，书

写时缺乏明确的语音成分。所以，个体进行形态辨认

时可能是大脑右半球起主导作用，而在不需要读出数

量的任务中就不会表现出言语优势半球的作用。那么

非人类动物是否也存在这种语言优势较少的编码机

制？阿拉伯数字和言语形式的数量比较研究将加深

对于文化干预对于数量加工影响的认识。 

最后，关于物理量和符号量表征的差异问题还不

是很清晰。Roggeman 等人(Roggeman, Verguts, & Fias, 

2007)采用启动范式研究认为二者数量表征的不同是：

符号量采用位置编码(place coding)的数量表征方式，

而非符号量则是总和编码(summation coding)。近来，

研究者区分了数量敏感神经元和数量选择性神经元，

并发现物理量的加工包括数量敏感区(顶上回，superior 

parietal cortex)，而符号量则没有(Santens, Roggeman, 

Fias, & Verguts, 2010)。对于不同形式数量神经编码的

机制的研究还不是很明确，同一种形式数量在不同的

加工阶段如何编码？大量研究表明，物理量加工中小

数和大数的加工存在不同(Feigenson et al., 2004)，那

么在这两种不同范围中神经编码是否相同等问题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尽管在数量表征的偏侧化研究中取得了很

多一致性的认识，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数量表征

的偏侧化为很多研究指引了方向。未来的研究需要在

加深数量表征偏侧化认识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数量加

工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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